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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 网民心态与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以微博为例的实证研究

张　 宁　 唐嘉仪

摘　 要: 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与问题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

一ꎬ 而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更是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常态化现象ꎮ 社交媒体的流行和普

及对传统的政治传播权力结构和话语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ꎮ 文章以微博为例进行分析ꎬ 通

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讨论社交媒体使用以及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的网民心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

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ꎬ 并对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个体型和群体型的划

分ꎮ 研究发现: 社交媒体的使用和信息偏好、 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均不同程度地与两类网络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显著回归关系ꎬ 引导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发展不能忽视社交媒

体及其网民心态的影响和作用ꎮ
关键词: 社交媒体ꎻ 网民心态ꎻ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ꎻ 微博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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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１６ＪＺＤ００６)ꎻ 广东省广州市大数据与公共传播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一、 问题意识、 文献回顾与关键概念

政治参与作为政治学一个核心概念ꎬ 其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政治学说ꎮ 如杜威对一个

民主社会的构想是一个平等的社会ꎬ 人们运用理性思维程序以发展共同的目标[１]ꎮ 美国著名政治学

家亨廷顿和纳尔逊对政治参与的概念进一步拓展ꎬ 认为政治参与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

动” [２]ꎮ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参与制定、 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

动”以及“将个人的意见集合起来ꎬ 实现政治意志的过程” [３]ꎮ 国内学者对政治参与概念的讨论同样十

分丰富ꎬ 整体的概念定义从美国政治参与思想中发展出来ꎮ
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及ꎬ 依托互联网进行的网络政治参与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讨论

问题之一ꎮ 网络政治参与指政治参与主体通过互联网ꎬ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活动、 公共决策、 社会

治理等与公共政治生活相关的行为ꎮ 网络政治参与已经发展成为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组成和补

充ꎮ 但是ꎬ 随着对政治参与研究的深入ꎬ 以及政治参与理论本身的不断发展ꎬ 研究也发现网络政治参

与对社会现实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是多元的ꎮ
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现象与问题是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ꎬ 一旦应对不力将给民

主政治建设带来消极影响ꎮ[４]关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定义ꎬ 国内学者给出的答案大同小异ꎮ 总的来

说ꎬ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可以概括性定义为一种采取不符合制度和法定程序来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和现

象ꎬ 是社会正常政治参与秩序以外的政治参与方式ꎮ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相对应ꎬ



而非法政治参与则与合法政治参与相对应ꎬ 非法政治参与一定是非制度化的ꎬ 但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不一定是非法的ꎮ[５]尽管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不一定是违法的ꎬ 但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往往会掺杂着

一些扰乱社会秩序、 破坏社会稳定、 削弱社会公信力的行为和影响表现ꎮ 亨廷顿认为ꎬ 在一定的政治

参与情况下ꎬ 制度化程度越高ꎬ 社会政治动乱的压力越小ꎻ 反之ꎬ 政治动乱的压力越大ꎮ[６] 政治参与

的非制度化程度提升ꎬ 会对社会稳定带来极大挑战ꎮ
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国内外研究中常被等同于“网络抗争” “网络行动”ꎮ 杨国斌把“网络抗

争”定义为“公民通过网络和其他新型通讯技术而开展的抗争性活动” [７]ꎬ 班尼特和赛格博格认为社交

媒体使抗争政治从传统的集体行动演进至个人化的联结行动[８]ꎮ 在对网络抗争现象的研究中ꎬ 网络

抗争过程中的负面情绪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议题之一ꎮ 网络成为负面情绪的重要生成、 传播和扩散途

径ꎬ 尤其是当社会现实利益表达渠道不完善时ꎬ 网络成为负面情绪的集散地ꎬ 而负面情绪的聚集可能

又会促使网络抗争性事件的发生[９]ꎮ
以参与平台为区分标志ꎬ 基于社会化媒体开展的公民政治参与有三种类型ꎬ 包括论坛政治参与、

微博政治参与和社会网络政治参与[１０]ꎮ 由于微博用户数量巨大ꎬ 其对整个网络政治参与的生态结构

和传播环境都有着尤为深刻的影响ꎮ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出现使得网络政治参与出现了一种新的

态势———“依势抗争”取代了“以理抗争”和“以法抗争”———只要可以在网络上制造出“情感爆点”ꎬ 那

么舆论很容易会集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ꎬ 并掌握话语主导权ꎮ[１１] 这与勒庞对“乌合之众”的描述相类

似———“由于目前群众拥有庞大的势力ꎬ 因此ꎬ 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ꎬ 使自己能够得到

普遍接受ꎬ 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ꎬ 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于它ꎬ 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

久地消失” [１２]ꎮ 情绪渲染效应使得网络环境的政治参与容易具有非理性和群体性的特征ꎬ 微博对网民

政治参与的影响不仅是显著的ꎬ 也是特殊的ꎮ
关于网络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研究从数量上看十分丰富但研究结论众说纷纭ꎬ 而关于网络使用

是否为造成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直接原因? 网络的使用具体来看如何影响公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

为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从结论来看存在比较大的分歧ꎬ 但无论如何ꎬ 互联网的接入和发展的

确促进了民众的政治价值观转型ꎬ 为群体性抗争事件及其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

台[１３]ꎬ 而具体来看这种影响路径应该如何被呈现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ꎮ
网络用户的心理状况如何对其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影响? 心理和情感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用户

本身的政治参与行动选择? 王少南以网民心态作为观察对象ꎬ 从热点舆情事件中的舆情表现切入ꎬ 探

讨网民社会心态如何影响舆情事件的发展ꎮ[１４]ꎮ 韩晓宁和吴梦娜的研究以微博作为观察对象ꎬ 发现重

度微博使用并不意味着高度政治参与ꎬ 媒体接触过程中的心理因素更能影响政治参与ꎮ[１５]应星认为非

制度化政治参与真正的驱动力是集体行动中的情感因素ꎮ[１６]张建荣等也指出社会不满情绪是导致人们

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的重要动因ꎮ[５]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特征来看ꎬ 情绪化本身就是非制度

化政治参与行为的一种典型表现ꎮ 有学者直接指出: “一个网络事件产生、 发展、 高潮、 结束的历程

就是一个情感动员完整的持续过程ꎮ” [１１]心理、 情感和情绪因素不仅可能对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

动员作用ꎬ 而且还可能在情绪渲染的作用下暗示自身参与行为的合理性ꎬ 即使实际上他们的行动可能

是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的ꎮ 可见从情感和心态的角度分析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网民的网络政治参与问

题ꎬ 具有理论和逻辑的合理性ꎮ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ꎬ 关于社交媒体的情绪研究多集中在对极端情绪问

题的关注ꎬ 缺乏对网络使用者心态的深入探讨ꎮ 综上ꎬ 本研究认为ꎬ 通过量化的方法ꎬ 以微博为

例在“社交媒体”和“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可以试图寻找一条产生影响力的路径ꎬ 并试图从

情感和心理的角度进行切入ꎬ 分析使用社交媒体的网民心态是否对用户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产生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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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设计、 方法说明和研究假设

(一)关于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ꎬ 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ꎬ 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各省份微博使用人数的人口比

例[１７]进行配额ꎬ 按照 ２０１７ 年中国城市等级划分方式抽取 ２９ 个城市单位ꎬ 通过配额抽样和雪球抽样

的方式派发网络问卷ꎬ 由一线城市开始ꎬ 在一级城市中派发问卷完成配额后进入下一级城市派发ꎬ 在

各级城市内部ꎬ 通过方便抽样的方式选取能获取样本的城市进行问卷发放ꎬ 以此类推的方式共完成

６３１ 份网络问卷ꎮ 以“过去一个月内是否使用过微博”为标准ꎬ 选取其中 ４３０ 名微博使用者样本作为研

究对象ꎬ 各城市派发问卷配额情况以及填答者基本统计信息如表 １ 和表 ２ꎮ 利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
进行计算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为 ０ ８８３ꎬ 问卷调查的信度较高ꎻ 通过因子分析计算出 ＫＭＯ 值为 ０ ７５１
且 ｓｉｇ 小于 ０ ０５ꎬ 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强ꎮ

表 １　 各级城市问卷配额情况(Ｎ＝６３１)

城市类别 城市数量 问卷数量 问卷占比例

一线城市 ４ １５８ ２５％

新一线城市 ５ １３４ ２１％

二线城市 １０ ９５ １５％

三线城市 ５ １３８ ２２％

四线及以下城市 ５ １０６ １７％

(二)本研究中涉及的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社交媒体使用和网民心态ꎬ 因变量为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ꎮ 其中社交媒

体的使用包括了“使用目的”和“信息偏好”两个子变量ꎮ 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ꎬ 人们使用媒介都是

出于某种特别目的和功能需求ꎬ 比如娱乐需求、 信息需求、 社会交往需求等ꎬ 社交媒体与其他网络媒

介相比ꎬ 其社交功能尤其突出ꎬ 在此次研究中社交媒体的使用目的细分为三大类型: ①社会交往的目

的ꎻ ②信息需要的目的ꎻ ③娱乐的目的ꎮ 而信息需求则同样细化为三方面: ①时政类信息ꎻ ②娱乐类

信息ꎻ ③生活类信息ꎮ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主编王俊秀将 “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社会行为倾向”

等四个指标作为研究社会心态的二级指标ꎬ 下设 ３０ 个三级指标ꎮ[１８] 在本次研究中ꎬ 根据研究目的笔

者选取社会心态二级指标中的“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两个指标ꎬ 其中社会情绪又包括社会焦虑、
社会冷漠、 社会愤恨、 社会痛苦等ꎻ 社会价值则是一个社会表现出的对一些方面的社会性肯定ꎮ[１８]在

王俊秀提出的社会心态二级指标中ꎬ 社会价值又包括国家观念、 道德观念、 公民观念、 公民观念、 责

任观念、 权力观念、 文化观念等ꎮ 王衡和季程远根据行动场所和组织化程度两个维度对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进行划分ꎬ 对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分类ꎬ 认为在线上虚拟空间上根据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

组织化程度ꎬ 可以分为个体型(发帖批评政府)和群体型(讨论集体行动)两大类[１９]ꎬ 群体型的非制度

化政治参与较之于个体型而言更容易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抗争运动ꎮ
围绕本次研究的逻辑思路ꎬ 笔者以“社会焦虑”“社会冷漠”和“社会愉悦”作为“社会情绪”的具体

指标ꎬ 这三种情绪分别代表了社会情绪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消极、 中性和积极的情绪类型ꎮ “社会焦

虑”指的是对社会问题以及其他社会普遍现象的不安、 担忧、 害怕、 恐惧、 恐怖等不同程度的情绪ꎻ
“社会冷漠”则是人们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无所谓、 无情绪、 漠然、 无视、 不关心、 不为所动等

的情绪ꎬ 而“社会愉悦”是对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所表现出的幸福、 开心、 快乐、 自豪、 满意等情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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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ꎬ 研究以“公民观念”和“责任观念”作为“社会价值”的具体指标: “公民观念”指的是公民个人对

自己国家主人地位、 应享权利和应履行义务的认识和态度ꎻ “责任观念”则意指公民个人关于对社会

负责的意识和想法ꎮ 这两项指标都是社会心态中重要而积极的政治心态ꎬ 政治心态又是影响人们政治

参与行为的重要指标ꎮ
综上ꎬ 本次研究共包含 ６ 组变量ꎬ 共 １１ 个具体子变量ꎬ 具体的研究变量和具体子变量体系如

下图:

图 １　 本研究涉及的变量和子变量

(三)关于变量的编码和赋值

此次研究中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 收入以及学历水平ꎮ 在关于因变量“网络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的问卷和测量中ꎬ 参考王衡等人的研究ꎬ 根据受访者在问卷中对“是否在网上批评政府官员或

政策(代表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是否在网上讨论过游行 /示威 /静坐 /暴力抗法 /群体性事

件”(代表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回答建立两个(０ꎬ １)编码的二分变量ꎮ (说明: “ / ”代表

并列关系ꎬ 只要选择其中一项即视为“是”ꎬ 下同)
第一组自变量为社交媒体使用目的ꎬ 测量指标包括: ① 社会交往目的ꎮ “过去一周内通过微博发

私信 /评论提及其他人 /转发微博并提及其他人 /分享微博内容到其他媒体平台 /回复评论”ꎮ ②信息需

求的目的ꎮ “过去一周内通过微博浏览新闻 /搜索信息 /查找新闻热点 /查看热搜榜 /关注新的微博新闻

账户”ꎮ ③ 娱乐的目的ꎮ “过去一周内通过微博玩游戏 /看视频 /购物 /听音乐 /看娱乐新闻”ꎮ 在上述

两项指标中ꎬ 每项选择“是”则赋值“１”ꎬ “否”则赋值“０”ꎬ 最终得到取值范围[０￣５]ꎮ
第二组自变量为社交媒体信息偏好ꎬ 测量指标包括: ①时政信息ꎮ “在微博上经常关注群体性事

件 /贪污腐败新闻 /政府政策 /领导人动态 /国际关系新闻”ꎮ ②娱乐信息ꎮ “在微博上经常关注名人八

卦 /幽默、 搞笑信息 /游戏更新信息 /电影电视节目介绍 / ‘鸡汤文’”ꎮ ③生活信息ꎮ “在微博上经常关

注物价信息 /健康信息 /求职信息 /住房信息 /旅游信息”ꎮ 在上述三项指标中ꎬ 每项选择“是”则赋值

“１”ꎬ “否”则赋值“０”ꎬ 最终得到取值范围[０￣５]ꎮ
第三组自变量为网民的社会情绪ꎬ 测量指标包括: ①社会焦虑ꎮ “感觉社会充满让人紧张的事 /

感觉社会充满矛盾和不公 /对社会失去信心 /觉得社会将会发生不幸的事 /为社会感到不安和忧虑”ꎮ
②社会冷漠ꎮ “感觉社会的事与我不相关 /不关心社会热点 /没兴趣参与讨论热点事件 /感觉不到社会

有重要的事情 /社会上的事情无法引起我的兴趣”ꎮ ③社会愉悦ꎮ “对社会感到满意 /喜爱生活的社会 /
在社会中时常感觉到快乐 /在社会中时常感觉到放松 /为生活在这个社会而感到自豪”在上述三项指标

中ꎬ 每项选择“是”则赋值“１”ꎬ “否”则赋值“０”ꎬ 最终得到取值范围 [０￣５]ꎮ
最后一组自变量为网民的社会价值ꎬ 测量指标包括: ①公民观念ꎮ “认同公民社会价值观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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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 /熟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愿意参与公共事务活动 /维护公共利益”ꎮ ②责任观念ꎮ “感觉到对

社会的义务 /感觉到对他人的义务 /认同正义的原则 /愿意为社会做出奉献 /坚持道德上正确的主张”ꎮ
在上述两项指标中ꎬ 每项选择“是”则赋值“１”ꎬ “否”则赋值“０”ꎬ 最终得到取值范围[０￣５]ꎮ

(四)关于研究问题和假设

围绕上述列出的研究变量和具体指标ꎬ 本研究试图回答三个主要问题:
Ｑ１: 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否影响网民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 如有影响ꎬ 具体的影响路径

呈现的图景如何?
Ｑ２: 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网民心态是否影响用户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Ｑ３: 对不同类型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来说ꎬ 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社交媒体使用者的网络心

态所发挥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ꎬ 基于上述研究问题以及本文涉及的核心变量和具体指标ꎬ 本研究提出如下

研究假设:
Ｈ１: 社交媒体的使用目的和信息需求与用户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都存在相关关系ꎬ 社会交往

和娱乐的使用目的以及娱乐信息和生活信息的需求会减少用户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ꎻ 信息需求的

使用目的和时政信息的需求会增加用户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ꎮ
Ｈ２: 社会焦虑、 社会冷漠和社会愉悦ꎬ 以及公民观念和责任观念与用户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

与均存在相关关系ꎬ 社会焦虑、 社会公民观念和价值观念会增加用户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ꎻ 社会

冷漠和社会愉悦情绪则会减少用户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ꎮ
Ｈ３: 社交媒体的使用目的、 信息需求ꎬ 网络用户的社会情绪、 社会价值观念与用户的两种网络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相关性有差异ꎮ
Ｈ４: 性别、 年龄、 月收入水平、 学历结构等统计变量与用户的两种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相

关性有差异ꎮ
(五)关于分析方法

根据因变量的取值特征ꎬ 笔者采用二分类逻辑回归(ｂｉｎａｒ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对微博使用者的网络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进行概率预测ꎮ 其表达公式为:
Ｌｏｇｉｔ(个体型 /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ａ＋ｂ１控制变量＋ｂ２社交媒体使用目的＋ｂ３社交媒体

信息偏好＋ｂ４社会情绪＋ｂ５社会价值

三、 数据统计、 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计算

笔者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进行数据收集ꎬ 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二分类变量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采用

ＳＰＳＳ２４ ０ꎬ 结构方程的计算软件使用 Ｍｐｌｕｓ７ ０ꎮ
(一)描述统计: 自变量与因变量

从基本统计数据可以发现ꎬ 在二分变量[０￣１]之间ꎬ 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平均得分为

０ ０７ꎬ 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平均得分为 ０ １３ꎬ 受访样本中参与过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

治参与的人数略高于参与过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微博使用者ꎮ 由此可见ꎬ 以新浪微博为

例ꎬ 基于社交媒体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总体较低ꎬ 与现实情况比较一致ꎮ 从 １１ 个自变量

[０￣５]的赋值计算可以发现ꎬ 样本用户的微博使用目的得分最高是信息需求的目的ꎬ 社会交往目的和

娱乐目的得分近似ꎮ 微博用户的娱乐信息需求得分最高ꎬ 其次是时政信息ꎬ 生活信息偏好得分最

低ꎮ 在关于社会情绪的赋值计算中ꎬ 社会愉悦的得分显著高于社会焦虑和社会冷漠ꎬ 社会冷漠的

得分是自变量中最低的ꎻ 而社会价值观念中的责任观念得分高于公民观念ꎬ 同时也是自变量中得

分最高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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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统计变量描述(自变量与因变量)

Ｎ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Ｍｅａｎ Ｓｔ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４３０ ０ １ ０ ０７ ０ ２５５

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４３０ ０ １ ０ １３ ０ ３４２

社会交往目的 ４３０ ０ ５ ２ ２２ １ ７９５

信息需求目的 ４３０ ０ ５ ３ ７４ １ ４１０

娱乐目的 ４３０ ０ ５ ２ ３２ １ ０３１

时政信息 ４３０ ０ ５ ２ ７０ １ ８０２

娱乐信息 ４３０ ０ ５ ３ ００ １ ４１３

生活信息 ４３０ ０ ５ ２ １４ １ ６９８

社会焦虑 ４３０ ０ ５ １ ９４ １ ７６５

社会冷漠 ４３０ ０ ５ ０ ８０ １ ３２２

社会愉悦 ４３０ ０ ５ ２ ７６ １ ９４３

公民观念 ４３０ ０ ５ ２ ９８ １ ７３７

责任观念 ４３０ ０ ５ ３ ９９ １ ５３７

Ｖａｌｉｄ Ｎ (ｌｉｓｔｗｉｓｅ) ４３０

(二)回归方程计算: 个体型和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

将个体型和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分别作为因变量ꎬ 社会交往目的、 信息需求目的、 娱乐

目的、 时政信息、 娱乐信息、 生活信息、 社会焦虑、 社会冷漠、 社会愉悦、 公民观念、 责任观念、 性

别、 年龄、 收入和学历作为自变量ꎬ 开展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首先是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二元回归ꎮ 如表 ３ꎬ 通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后ꎬ 发现个体型网

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回归方程的预测准确度为 ９７ ４％ꎬ 其中特异度 ９８ ５％ꎬ 灵敏度 ８３ ３％ꎮ

表 ３　 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预测拟合度结果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０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０ ３９４ ６ ９８ ５

１ ５ ２５ ８３ 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９７ ４

从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参与来看ꎬ 与性别无关ꎬ 与年龄无关ꎬ 与收入呈正向回归ꎬ 收入每增加一

个单位ꎬ 个体型增加 ０ ９０９ 个单位ꎬ 与学历无关ꎬ 与社会交往目的、 生活信息、 社会冷漠均呈明显的

负向回归关系ꎬ 与信息需求目的、 社会焦虑、 公民观念均呈明显的正向回归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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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变量方程

Ｂ Ｓ Ｅ Ｗａｌｄ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９５％Ｃ Ｉ ｆｏｒ ＥＸＰ(Ｂ)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性别 －１ ６２３ ０ ９９８ ２ ６４７ １ ０ １０４ ０ １９７ ０ ０２８ １ ３９４

年龄 ０ ３５４ ０ ６３８ ０ ３０７ １ ０ ５８０ １ ４２４ ０ ４０８ ４ ９７８

收入 ０ ９０９ ０ ３１２ ８ ４７６ １ ０ ００４ ２ ４８２ １ ３４６ ４ ５７６

学历 －０ ０８９ ０ ３９３ ０ ０５１ １ ０ ８２１ ０ ９１５ ０ ４２４ １ ９７６

社交媒体使用目的

社会交往目的 －１ １４６ ０ ３６５ ９ ８７４ １ ０ ００２ ０ ３１８ ０ １５６ ０ ６５０

信息需求目的 １ ８２０ ０ ５６２ １０ ４９８ １ ０ ００１ ６ １７０ ２ ０５２ １８ ５４７

娱乐目的 －０ ６６０ ０ ４８３ １ ８６４ １ ０ １７２ ０ ５１７ ０ ２０１ １ ３３３

社交媒体信息偏好

时政信息 －０ １７８ ０ ２２４ ０ ６３２ １ ０ ４２７ ０ ８３７ ０ ５４０ １ ２９８

娱乐信息 ０ ２７７ ０ ３２６ ０ ７２０ １ ０ ３９６ １ ３１９ ０ ６９６ ２ ５００

生活信息 －１ ５０１ ０ ４８９ ９ ４１８ １ ０ ００２ ０ ２２３ ０ ０８６ ０ ５８１

社会情绪

社会焦虑 ０ ９５６ ０ ３０１ １０ ０５３ １ ０ ００２ ２ ６０１ １ ４４１ ４ ６９７

社会冷漠 －１ ９５４ ０ ９６３ ４ １２２ １ ０ ０４２ ０ １４２ ０ ０２１ ０ ９３５

社会愉悦 －０ １５３ ０ ２５６ ０ ３５５ １ ０ ５５１ ０ ８５９ ０ ５２０ １ ４１８

社会责任

公民观念 １ ３８５ ０ ４８４ ８ ２０２ １ ０ ００４ ３ ９９６ １ ５４８ １０ ３１４

责任观念 ０ １０６ ０ ４５１ ０ ０５５ １ ０ ８１４ １ １１２ ０ ４５９ ２ ６９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４ ４５０ ４ ８９４ ８ ７１９ 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最终的预测模型为:
Ｐ(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１４ ４５０＋０ ９０９×收入－１ １４６ 社会交往目的＋１ ８２０×信息需求

目的－１ ５０１×生活信息＋０ ９５６×社会焦虑－１ ９５４×社会冷漠＋１ ３８５×公民观念

接下来是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二元回归ꎮ 如表 ５ꎬ 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回归

方程的的确性为 ９１ ４％ꎬ 特异度为 ９６ ２％ꎬ 灵敏度为 ６０ ３％ꎮ

表 ５　 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预测拟合度结果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０ １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０ ３５８ １４ ９６ ２

１ ２３ ３５ ６０ 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９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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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性别呈正向回归ꎬ 即女性高于男性ꎬ 女性是男性的 １０ ０６９ 倍ꎮ
与收入呈明显的负向回归ꎮ 与时政信息、 公民观念呈明显的正向回归关系ꎬ 而与娱乐信息、 社会愉悦

呈明显的负向回归关系ꎮ

表 ６　 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变量方程

Ｂ Ｓ Ｅ Ｗａｌｄ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９５％ Ｃ Ｉ ｆｏｒ ＥＸＰ(Ｂ)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性别 ２ ３０９ ０ ７２３ １０ ２１１ １ ０ ００１ １０ ０６９ ２ ４４２ ４１ ５１４

年龄 －０ ４１５ ０ ３５６ １ ３６２ １ ０ ２４３ ０ ６６０ ０ ３２９ １ ３２６

收入 －０ ５５１ ０ １９７ ７ ８４８ １ ０ ００５ ０ ５７６ ０ ３９２ ０ ８４７

学历 －０ １４４ ０ ２９６ ０ ２３８ １ ０ ６２６ ０ ８６６ ０ ４８５ １ ５４６

社交媒体使用目的

社会交往目的 ０ ０８３ ０ １３９ ０ ３５５ １ ０ ５５１ １ ０８６ ０ ８２７ １ ４２６

信息需求目的 ０ ３４５ ０ ２４５ １ ９７８ １ ０ １６０ １ ４１２ ０ ８７３ ２ ２８４

娱乐目的 ０ ０５８ ０ ２８８ ０ ０４０ １ ０ ８４２ １ ０５９ ０ ６０２ １ ８６４

社交媒体信息偏好

时政信息 ０ ５７５ ０ １５３ １４ １１２ １ ０ ０００ １ ７７７ １ ３１６ ２ ３９８

娱乐信息 －１ ２４８ ０ ２２５ ３０ ８５３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２８７ ０ １８５ ０ ４４６

生活信息 ０ ０３３ ０ １７３ ０ ０３５ １ ０ ８５１ １ ０３３ ０ ７３６ １ ４５０

社会情绪

社会焦虑 ０ ０５５ ０ １３３ ０ １７０ １ ０ ６８０ １ ０５６ ０ ８１４ １ ３７１

社会冷漠 －０ ２４７ ０ ２２０ １ ２６７ １ ０ ２６０ ０ ７８１ ０ ５０８ １ ２０１

社会愉悦 －０ ７１１ ０ １６４ １８ ７０１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４９１ ０ ３５６ ０ ６７８

社会责任

公民观念 ０ ３３７ ０ １７３ ３ ７８７ １ ０ ０５２ １ ４０１ ０ ９９８ １ ９６９

责任观念 ０ ０６７ ０ １８７ ０ １３０ １ ０ ７１９ １ ０７０ ０ ７４２ １ ５４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 ９０２ ２ １９５ ３ １６１ １ ０ ０７５ ０ ０２０

最终的预测模型为:
Ｐ(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３ ９０２＋２ ３０９×性别－０ ５５１×收入＋０ ５７５×时政信息－１ ２４８×

娱乐信息－０ ７１１×社会愉悦＋０ ３３７×公民观念

(三)结构方程: 个体型和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路径分析

进一步开展结构方程(表 ７)ꎬ 其中 Ｙ１ 代表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ꎬ Ｙ２ 代表群体型网络非

制度化政治参与ꎬ 结构方程计算结果如下ꎮ
进一步将 Ｙ１ 和 Ｙ２ 进行整合ꎬ 开展结构方程分析ꎬ 发现 Ｙ１(个体型)和 Ｙ２(群体型)对 Ｙ(网络非

制度化政治参与)均呈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ꎬ 且相关系数较高ꎮ Ｙ 与信息需求目的、 时政信息偏好、
社会焦虑和公民观念均呈明显的正向回归关系ꎬ 而与娱乐信息偏好、 生活信息偏好、 社会冷漠和社会

愉悦均呈明显的负向回归关系(如图 ２)ꎬ 社会交往使用目的和娱乐性使用目的(社交媒体使用目的)
以及责任观念(社会价值)为无关变量ꎮ 结构方程计算结果与研究假设基本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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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结构方程计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Ｓ Ｅ Ｅｓｔ / Ｓ Ｅ Ｐ￣Ｖａｌｕｅ

Ｙ ＢＹ

Ｙ１ ０ ８３０ ０ ０５８ １４ ３５２ ０ ０００

Ｙ２ ０ ８０９ ０ ０３８ ２１ １６１ ０ ０００

Ｙ ＯＮ

社交媒体使用目的

社会交往 －０ ０４４ ０ ０６８ －０ ６４５ ０ ５１９

信息需求 ０ ３７７ ０ ０８７ ４ ３３５ ０ ０００

娱乐目的 －０ ０５９ ０ ０７７ －０ ７６０ ０ ４４７

社交媒体信息偏好

时政信息 ０ １７６ ０ ０７８ ２ ２６６ ０ ０２３

娱乐信息 －０ ３１７ ０ ０７７ －４ １２１ ０ ０００

生活信息 －０ １２９ ０ ０７６ －１ ６８８ ０ ０９１

社会情绪

社会焦虑 ０ １６１ ０ ０６３ ２ ５５２ ０ ０１１

社会冷漠 －０ １８９ ０ ０７２ －２ ６１４ ０ ００９

社会愉悦 －０ ３１４ ０ ０７６ －４ １２４ ０ ０００

社会价值

公民观念 ０ ２７２ ０ ０８２ ３ ３２１ ０ ００１

责任观念 ０ ０３４ ０ ０８４ ０ ４０４ ０ ６８６

图 ２　 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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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发现: 对研究假设的验证结果与分析

(一)研究假设一验证: 社交媒体使用与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结构方程计算结果显示ꎬ 社交媒体使用中的信息需求目的(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和时政信息偏好

(社交媒体信息偏好)与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正向回归关系ꎬ 也就是说ꎬ 信息需求目的越明显、
时政信息偏好越高ꎬ 微博用户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可能性越大ꎮ 娱乐信息偏好和生活信息偏好

(社交媒体信息偏好)则与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负向回归关系ꎬ 即娱乐信息和生活信息偏好越高ꎬ
微博用户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可能性越小ꎮ 上述结果与研究假设一相一致ꎬ 但关于社会交往目的

和娱乐目的与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系假设不成立ꎮ
班尼特和赛格博格认为ꎬ 社交媒体对大规模、 持续性抗争行动的最重要影响之处表现为社交媒体

赋予了每一个人影响整体行动的力量ꎬ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抗争政治从传统的集体行动演进至个人

化的联结行动ꎮ[２０]相比起微信和 ＱＱ 等国内用户数量同样十分庞大的社交媒体ꎬ 微博的媒体属性更明

显ꎬ 微博不仅是一个社交工具ꎬ 也是一个信息搜索和分享的平台ꎬ 比如微博热搜榜、 “新鲜事”等工

具帮助用户快速方便地检索得到各类信息ꎮ 而信息需求越突出的用户ꎬ 则呈现出越大可能性参与网络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ꎬ 如发帖批评政府官员或政策、 讨论游行、 示威等群体性行动ꎮ 同时ꎬ 对时政信息

越关注ꎬ 这种行动的可能性同样越高ꎻ 但是当用户对信息的需求更偏向娱乐、 生活类的信息时ꎬ 这种

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就会削弱ꎮ
(二)研究假设二验证: 网民心态与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根据结构方程计算结果ꎬ 微博用户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网民社会心态中的社会焦虑(社会

情绪)和公民观念(社会价值)均呈明显的正向回归关系ꎬ 社会焦虑情绪越高、 公民观念越高ꎬ 其参与

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高ꎮ 社会冷漠和社会愉悦(社会情绪)与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均呈明显的负向回归关系ꎬ 但责任观念(社会价值)和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无关ꎮ 研究假设二被

大部分验证成立ꎮ
民众的消极政治心理是非制度政治参与的重要动因ꎮ[２１] 有研究指出ꎬ 当网络政治参与日益发达ꎬ

而相应责任追究机制尚未建立起来时ꎬ 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出非理性特点ꎬ 容易受情绪左右ꎬ 在社交媒

体上发布的政治参与的言论甚至可能并非自身意愿的真实映射ꎮ[２２]从调查结果来看ꎬ 社会情绪这一网

民心态内容的确对用户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明显的影响ꎮ 当微博用户感知得到的社会焦虑越

高ꎬ 同时社会冷漠和社会愉悦的情绪较低ꎬ 那么他们越有可能在微博上产生一些非制度化的网络政治

参与行为ꎮ 正如康德在«纯理性批判»中所说的ꎬ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ꎬ 这种有限性表现在消极的情绪

上ꎬ 所产生和运作的理性一般也是消极的ꎮ[２３]

目前已经发展起来的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主要包括网络政治表达、 网络政治监督、 网络政治结社

和网络政治动员几类[２４]ꎬ 但从应用现状和实际效用的情况来看ꎬ 并非所有制度化的网络政治参与都

具有实质性效用ꎬ 在程序正义的有序性和实质正义的有效性二维结构下ꎬ 目前国内的网络政治参与表

现为三种主要形态特征: 实质无序性且实质无效性、 实质有序性且消极有效性、 实质有序性且积极有

效性ꎮ[２５]也就是说ꎬ 目前的网络政治参与从实践情况来看ꎬ 无法绝对实现程序正义的有序性和实质正

义的有效性二元统一ꎬ 一些网络政治参与的手段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是有序的但是并不具有实质有

效性ꎬ 使得一些网民开始寻求新的网络政治参与途径ꎬ 而这些途径则很可能是非制度化的ꎬ 即在程序

正义层面来看不具有有序性ꎮ
(三)研究假设三验证: 社交媒体使用、 网民心态与两种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差异关系

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 社会交往目的和娱乐目的(社交媒体使用目的)均为个体型网络非制度

化政治参与的独立影响因素(Ｐ<０ ０５)ꎬ 但社交媒体使用目的的三个具体变量均不是群体型网络非制

度化政治参与的独立影响因素ꎮ 社交媒体信息偏好不是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独立影响因

素ꎬ 但是社交媒体信息偏好中的时政信息偏好和娱乐信息偏好两个具体变量均对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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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具有独立影响的作用(Ｐ<０ ０５)ꎮ 社会愉悦(社会情绪)对个体性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不存

在独立影响作用ꎬ 但对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具有独立影响作用(Ｐ<０ ０５)ꎻ 相反ꎬ 社会情绪

中的另外两个变量(社会焦虑和社会冷漠)则与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无关ꎬ 但均为个体型网

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独立影响因素(Ｐ<０ ０５)ꎮ 社会价值中的公民观念变量同时为个体型和群体型

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独立影响因素(Ｐ<０ ０５)ꎬ 但社会价值中的责任观念则同时不与两类网络非

制度化政治参与存在独立影响的作用ꎮ 研究假设三验证成立ꎮ
(四)研究假设四验证: 统计变量与两种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差异关系

关于收入、 年龄、 学历等统计变量对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已有不少学者讨论ꎬ 但目

前的研究缺少对不同类型(如个体型和群体型)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进行分别探讨ꎮ 关于性别对

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目前的研究讨论较少ꎬ 本研究发现女性更倾向于参与群体型的网络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ꎬ 主要与两个原因相关: 一是现实政治生活本质上仍然由男性主导ꎬ 社交媒体提供

的虚拟环境成为女性抗争的重要公共空间ꎻ 二是近年来国内女权运动发展迅速ꎬ 政治参与平等是女权

运动争取性别平等的核心诉求之一ꎮ 从调查情况来看ꎬ 收入对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更

为明显ꎬ 月收入水平低的微博使用者更可能在网络上参与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行为ꎮ 对他们来说ꎬ 网络政治参与不仅意味着意见的表达ꎬ 也是代表着利益的抗争ꎮ 而从学历层面来

看ꎬ 学历越高者对政治知识和参与的需求也越大ꎬ 而当制度化的网络政治参与手段无法满足其参与公

共事务的需求时ꎬ 其个体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会越高ꎬ 但较高的思辨能力使得他

们不一定会参与组织化程度高的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活动ꎮ
从逻辑回归的结果来看ꎬ 微博的使用会在某程度上扩大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ꎬ 在四个统计

信息变量(性别、 年龄、 月收入、 学历结构)中ꎬ 性别变量同时是个体型和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

参与的独立影响因素(Ｐ<０ ０５)ꎬ 但回归路径相反ꎮ 在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中ꎬ 女性个体型

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低于男性ꎬ 而在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中ꎬ 女性的参与可能性

高于男性ꎬ 是男性的 １０ ０６９ 倍ꎮ 年龄变量对两类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均不存在独立影响的作用ꎮ
月收入水平不是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独立影响因素ꎬ 是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独

立影响因素(Ｐ<０ ０５)ꎬ 月收入水平越高ꎬ 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低ꎮ 最后ꎬ 学历

结构是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独立影响因素(Ｐ<０ ０５)ꎬ 学历越高的微博用户其个体型网络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大ꎻ 但学历结构不独立影响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ꎮ 研究假设四

验证成立ꎮ

五、 结论与讨论

从媒体技术自身发展的历史而言ꎬ 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得以表达ꎬ 甚至出现

一些非制度化ꎬ 即不具有程序正义性的政治参与行为ꎬ 对旧有政治沟通模式产生了冲击ꎮ 本研究主要

围绕“社交媒体的使用———网民社会心态———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路径展开问卷调查ꎬ 调查结

果显示: 研究所选择四个核心自变量(社交媒体使用目的、 社交媒体信息偏好、 社会情绪、 社会价

值)均不同程度地对因变量(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显著的独立影响作用ꎮ 从具体的指标来看ꎬ
信息需求使用目的、 时政信息偏好、 社会焦虑、 公民观念等四个具体自变量与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呈正向回归关系ꎻ 娱乐信息偏好、 生活信息偏好、 社会冷漠、 生活愉悦等四个自变量则与网络非制度

化政治参与呈负向回归关系ꎮ 在具体的影响路径中ꎬ 各个子变量对两种类型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的影响方式不同ꎮ 以微博为例ꎬ 在社交媒体使用中ꎬ 使用目的主要对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

影响更为明显ꎬ 社会交往目的强的微博用户更可能参与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ꎬ 而微博信

息偏好则对用户的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发生作用ꎮ 网民不同的社会情绪与其自身不同类型的

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存在不同路径的回归关系ꎮ 社会价值中的公民观念则同时对两种网络非制

度化政治参与产生影响ꎮ 统计变量方面ꎬ 收入水平对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９０１张宁　 等: 社交媒体、 网民心态与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以微博为例的实证研究



影响更显著ꎻ 而学历结构则对组织化水平较低的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更为明显ꎬ 女性相

比起男性更倾向于参与群体型的非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ꎬ 男性则在个体型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面

的可能性更高ꎮ
然而ꎬ 无论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使用ꎬ 还是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网民心态ꎬ 其对

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尽管是显现的ꎬ 但归根结底社会现实(如社会分配制度、 社会公共议题

的处理和解决、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最重要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设计)ꎮ 才是引发社会

群众不满情绪并产生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根本原因ꎮ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下一阶段全面深化治理改革的目标之一在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

新理念和新举措ꎬ 重视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践ꎬ 在数字传播时代ꎬ “数字治理”“数字政务”将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新时代特征ꎮ 尽管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不一定是非法的政治参与行为ꎬ 但是

对社会稳定、 社会和谐与网络公共空间的良好有序治理存在潜在威胁和负面效应ꎬ 未来的数字化公共

治理不应该忽视现有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ꎮ 尤其是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

与尽管规模处于较低水平ꎬ 但是有扩散普遍化的趋势ꎬ 引导网民尽可能地通过程序正义(制度化)和
实质正义(有效力)的网络政治参与渠道进行意见表达和公共事务讨论ꎬ 是减少网络非制度化政治参

与的必然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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